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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探索企业参与多元化产学研知识互动的情况本文对广东省清溪镇所有规模以上企业进行调研，获得了166家企业参与14种产学研知识互动情况的数据。因子分析结果显示，企业多元化产学研知识互动形式可分为合作研究、人员流动、研究服务与支持和科研成果商业化四类。其中研究服务与支持形式的知识互动程度最高，其次是合作研究和人员流动，而科研成果商业化的最低。但总体上企业参与产学研知识互动的程度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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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examine diversified channels through which firms interact with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Based on a survey of all above-scale manufacturing firms at Qingxi Town of Donggua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we gathered data on 14 university-industry-research institution knowledge interaction channels used by a sample of 166 manufacturing firms.  Via factor analysis, we distinguish four types of knowledge interaction channels, namely collaborative R&D, human mobility, R&D services and support and commercialization of research results. We find that R&D services and support is the most popular channel, followed by collaborative R&D and human mobility, yet commercialization of research results is rarely used by firms. But generally, the degree that firm engage with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is not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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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产学研知识互动是指企业和大学、研究机构为了实现知识和技术的转移而展开的合作。我国自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制订了一系列与产学研合作相关的政策法规，从最初打破产学研分离的计划体制壁垒（1985-1992年），到市场经济转化过程中产学研结合尝试（1992-1999年），进而开始探索新型产学研协作机制（1999-2006年），给予产学研合作越来越丰富的内涵，在促进科技创新和加快经济发展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此引导下，各级地方政府也纷纷出台本地政策措施，加大对产学研知识互动的支持力度。而广东省是国内最早开展产学研合作的省份之一。从2006开始，广东省启动了“三部两院一省” 产学研合作计划（科技部、教育部、工信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引导和支持全国高校及科研机构，与广东的产业界开展自主创新全面合作。经过多年的发展，广东省产学研知识互动实现了规模由小到大、层次由低高、形式由单一到多元化的转变1[]
，形成了委托研究、共建产学研创新联盟、共建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产学研合作示范基地、派驻科技特派员、联合培养研究生和技术转让等多元化的互动形式2[]
。
国内企业不断采用多元化形式与大学和研究机构展开知识互动的现象也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早期的研究大多关注校办企业、大学衍生企业和科技园等形式的产学研知识互动。而随着我国产学研合作政策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不断完善，产学研知识互动形式不断丰富，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更加广泛的产学研知识互动形式，如专利合作、联合发表论文、技术许可、研究合作和联合培养人才等。但是，这些研究大多只关注单一的产学研知识互动形式，难以从整体上把握企业如何采用多元化的形式与大学进行知识互动。另外，现有研究的数据来源主要依赖于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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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对专利合作、技术许可和合作发表论文等形式的研究。这使得学者只能研究统计数据所间接反映的有限产学研知识互动形式，忽略了统计数据所不能捕捉的其它更丰富产学研知识互动形式。事实上，许多文献指出企业会同时参与多种不同形式的产学研知识互动，这些不同形式的互动活动之间也具有复杂的交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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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本文将尝试通过实地调研方法来直接获取企业同时参与不同形式的产学研知识互动情况的数据，以弥补现有研究只关注单一或有限的互动形式的不足。
为实现上述研究目标，本文选择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的规模以上制造企业作为调研对象。清溪镇是广东省光电通讯技术创新专业镇，具备较强的创新能力。同时清溪镇也积极开展产学研合作，被评选为“中国产学研好案例”。因此，清溪镇企业的产学研知识互动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为本研究提供了合适的实证基础。在清溪镇科技创新服务中心的帮助下，本文通过问卷调研获得了166家企业参与14种产学研知识互动情况的数据。其中除了联合研究、委托协议研究、研究咨询等现有文献中比较常见的知识互动形式外，还包括了接收企业科技特派员、设置企业博士后工作站和参加政府和产业共同举行的技术路线图研讨会等文献较少研究但广东省企业又比较常用的知识互动形式。在调研数据的基础上，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对多元化知识互动形式进行分类，以考察企业参与不同类型的产学研知识互动的情况。本研究能够反映我国企业如何采用多元化的形式开展产学研知识互动，能够为产学研合作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以推动更广泛和深入的产学研知识互动。
2     多元化的产学研知识互动形式
2.1   多元化产学研知识互动形式的发展

产学研知识互动形式是企业和大学、研究机构进行合作并实现知识转移的渠道，如专利许可、技术授权、研究协议、正式或非正式的会议和合作研究等。产学研知识互动形式是多元化的，Bekkers 和 Freitas (2008)在研究产学研知识互动形式时划分出了23种不同的互动渠道，除了上述提到的几种外，还包括联合研究、联合培养研究生、企业人员培训、共建实习基地和企业与大学建立合资企业等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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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国产学研知识互动的发展路径来看，知识互动形式并非一开始就呈现多元化的特点，而是经历了一个互动形式由单一到多元、互动层次由低到高的渐进发展过程6[]
。自1985年科技体制改革后，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在国家创新系统中的分工逐渐明确，最初的知识互动以技术服务、专利许可、技术转让、技术咨询等短期化形式为主7[]
。这段时期，大学和研究机构服务的对象主要是缺乏内部研发能力的中小型乡镇企业，通过短期的互动渠道向这些企业传递成熟的知识和技术，帮助它们改进自己的产品8[]
。虽然通过技术转让、技术咨询等互动形式可以获得比较先进的技术，但企业在开展技术创新活动所需的各种要素中，人才是最紧缺的，这也逐渐促使企业通过设立博士后工作站、建立研究生实习基地、联合培养研究生等多互动形式来获取和培养创新型人才9[]
。而随着技术复杂度的增加以及技术更新换代速度的提升，短期的产学研互动很难形成技术突破，企业和学研机构间需要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才能攻克技术瓶颈，共同应对动荡技术环境的挑战。从而企业和学研机构间开始采用联合研究、委托研究、共建科技园等形式进行长期深入的互动，促进知识的双向流动，更有效创造新知识和创新10[]
。
2.2   多元化产学研知识互动的机制与分类

根据不同的产学研知识互动具有不同的互动机制，如正式与非正式、长期与短期、低互动与高互动程度、知识单向与双向流动等，可将多元化知识互动形式分成不同类型。笔者整理了文献中典型的产学研知识互动分类，如表1所示。
表1 产学研知识互动形式分类
	文献
	互动形式分类

	Santoro & Chakrabar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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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研究支持（如：提供研究资金。）
2） 联合研究（如：委托协议研究、咨询服务等。）
3） 知识转移（如：雇用应届毕业生、合作发表论文等。）
4） 技术转移（如：专利许可、技术转让等。）

	Musc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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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会议（如：企业和大学共同举办会议、研讨会。）
2） 咨询和协议研究（咨询服务和委托协议研究。）
3） 共建物理设施（如：共建实验室、研究中心等。）
4） 培训（如：企业人员培养、联合培养研究生等。）
5） 联合研究

	Ramos-Vielba & Fernandez-Esqui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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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研究伙伴（如：合作研究和共建研究中心。）
2） 研究服务（如：咨询服务和委托协议研究。）
3） 人员流动（如：企业人员培训、雇用毕业生等。）
4） 科研成果商业化（如：专利许可。）

	Ar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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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传统互动形式（如：参加会议、雇用应届毕业生等。）
2） 研究服务（如：咨询、企业人员培训等。）
3） 双向互动形式（如：委托协议研究、科技园、合作研究等。）
4） 科研成果商业化（如：专利许可、技术转移、孵化器等。）

	吴晓波, 李璟琰, 李思敏15[]

	1） 孵化式（如：创办大学衍生企业、设立研究设施等。）
2） 顾问式（如：咨询服务、委托协议研究等。）
3） 联盟式（如：研讨会、联合培养与企业实习计划等。）
4） 项目式（如：合作研究。）


正是由于这些不同的知识传递机制，不同类型的产学研知识互动能够传递不同的知识，从而能给企业带来不同的收益和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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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学研知识互动可以给企业带来短期的经济收益。企业人员培训可以提高企业科研人员解决实际生产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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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企业通过咨询服务可以获得学研机构研究人员的成熟知识和技能，用于解决企业研发或生产中的具体问题，改进现有产品或生产流程，降低生产或运营成本17[]
，从而为企业带来短期的收益。产学研知识互动也能够提高企业长期的创新绩效。企业通过科研成果商业能够将学研机构的知识产权用于企业技术或产品的更新，提高新产品的销售额，保持或提高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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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企业通过合作研究与学研机构进行深入的互动，能够产出基础性的新知识，用于给企业的基础性技术开发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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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保障企业的长期收益。
本文将通过调研形式，考察企业在其创新过程中如何采用多元化的形式与学研机构互动以获得所需要的知识，实现短期效益或长期收益。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对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的规模以上制造企业参与产学研知识互动的情况进行调研。清溪镇积极开展产学研政策体系的建设，相继制定、出台了“科技清溪工程”、“清溪镇产学研合作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一系列配套扶持措施，通过建设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示范基地，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被评为“中国产学研好案例”。清溪镇产学研知识互动为本研究提供了合适的实证基础。
本研究选择规模以上企业作为调研对象，因为相比于其他小企业，这些企业具备更强的研发基础，更具有代表性。在清溪镇科技创新服务中心的协助下，本研究获得了一份清溪镇所有规模以上制造企业的清单，总计293家，并于2015年12月初开展了调研活动。调研组向清单上的所有企业发放了调查问卷，并要求问卷必须由研发部门负责人作答，因为他们更加了解产学研的情况，能够确保问卷的质量。截至2016年1月底，回收的问卷一共有219份，剔除数据不完整的以及回答存在矛盾但通过后续的电话咨询仍然无法解决的问卷后，最终有效的数据样本为166份，有效问卷回收率达56.7%。
本文运用了因子分析方法对多元化的产学研知识互动形式进行分类。虽然产学研知识互动形式多样，但某些互动形式在互动属性和机制上类似，通过因子分析可以更好地识别这些互动形式存在的共性以及不同因子间存在的差异。同时本文还对企业参与每一类产学研知识互动的程度进行分析。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因子分析结果
在进行因子分析之前，通常需要运用KMO检验法和Bartlett球形检验法对样本进行适用性和指标相关性检验。检验结果显示：KMO值为0.916>0.7，Bartlett球形检验的x2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小于0.05，故拒绝产学研知识互动形式之间不相关的原假设，表明互动形式之间不全独立，相关性显著。综合KMO检验和Bartlett球形检验的结果，说明本研究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
首先，本文对14种产学知识互动形式的数据采用主轴因子分解法进行了因子分析，得到了4个显著的因子。但是，结果显示“参加产学研技术创新联盟”的各因子载荷值都小于0.5，因子载荷偏低。因此，本文剔除了该种产学研知识互动形式后进行了第二次因子分析。因子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13种产学研知识互动形式聚合产生的4个因子的特征根解释了总体方差的77.24%，说明公因子基本上可以全面反映原始数据，丢失信息较少。通过计算Cronbach α系数，互动形式划分为四个维度的α系数分别为0.864 4、0939 5、0.894 2和0.895 9，说明测量的一致性程度较高，并且内部结构良好。
表2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
	互动形式
	因子载荷
	

	
	F1
合作研究
	F2
人员流动
	F3
研究服务与支持
	F4
商业化
	Cronbach α

	联合研究项目（由大学/科研院所与企业双方共同承担的原创性研究工作）
	0.766 7
	
	
	
	0.864 4

	委托研究协议（受企业委托、由大学/科研院所单方承担的原创性研究工作）
	0.693 9
	
	
	
	

	共建科研基地/设施（例如：联合实验室、研究中心、工程中心、检验检测中心、技术创新平台等）
	
	0.596 0
	
	
	0.939 5

	大学/科研院所委派研究人员/教授到企业（短期或长期）兼职（例如：企业科技特派员、院士工作站等）
	
	0.611 0
	
	
	

	设置企业博士后工作站
	
	0.567 3
	
	
	

	在企业中联合培养研究生（例如：与大学/科研院所联合指导硕士或博士研究生）
	
	0.574 9
	
	
	

	共建学生实习基地
	
	0.730 3
	
	
	

	咨询协议（受企业委托，由大学/科研院所单方承担的不涉及原创性研究的任务，例如：进行常规检验检测或提供咨询建议等）
	
	
	0.629 5
	
	0.894 2

	企业人员培训（通过课程注册或派员工去大学/科研院所短期学习）
	
	
	0.612 5
	
	

	参加由政府或产业/行业发起的技术路线图研讨会
	
	
	0.743 3
	
	

	参加其他由产业和大学/科研院所人员共同产业的会议或集会
	
	
	0.613 1
	
	

	通过购买或签署许可协议将大学/科研院所所创造知识产权转移给企业（包括专利、设计、软件著作权等）
	
	
	
	0.670 5
	0.895 9

	企业与大学/科研院所建立股权协议或成立合资企业（例如：衍生企业、合资研发企业等）
	
	
	
	0.719 9
	

	参加产学研技术创新联盟
	—
	—
	—
	—
	—

	注：①N=166；②抽取方法：主轴因子分解；旋转法：具有Kaiser标准化的斜交旋转法；累计解释总体方差：77.24%；③“参加产学研技术创新联盟”的各因子载荷值都小于0.5，因子载荷偏低，所以剔除该种产学研知识互动形式后再做因子分析。


由表2的载荷矩阵可知，联合研究和委托协议研究在公因子F1上具有较高的载荷。这两种产学研知识互动可以产生新的知识，实现知识的双向流动，但需要企业和大学开展频繁而深入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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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本文将F1命名为合作研究。共建科研设施、研究人员到企业兼职、设置企业博士后工作站、联合培养研究生和共建学生实习基地在公因子F2上的具有较高的载荷。这些互动形式都属于人员流动，企业通过为高校研究人员和学生提供工作岗位或实习机会来促进人才从高校向企业流动，更有助于以人员流动为载体的隐性知识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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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因子F3包括咨询、企业人员培训、参加技术路线图研讨会和参加会议这四种互动形式。其中，咨询协议和企业人员培训属于高校为企业提供的有偿的研究服务，这通常是一种短期的知识互动，企业从中获取的往往是比较成熟的知识，用以解决企业遇到的某些特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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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参加技术路线图研讨会和会议则属于非正式的个人交流，企业可以从研讨会和行业与高校共同举办的会议中获取行业或技术信息以支持研究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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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本文将F3命名为研究服务与支持。而公因子F4则包括了专利许可和成立合资企业，这两种产学研知识互动可以促进大学科研成果的商业化。
4.2   企业参与的产学研知识互动形式分布
通过因子分析，本文将13种产学研知识互动形式分为合作研究、人员流动、研究服务与支持以及科研成果商业化这四类，为了探索企业参与这四类产学研知识互动的情况，本文对参与这四类互动形式的企业百分比、参与程度在中高水平的企业百分比和企业平均参与程度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企业参与的产学研知识互动形式分布情况

	互动形式
	参与互动的企业百分比（%）
	参与程度在中高水平的企业百分比（%）
	企业平均参与程度

	合作研究
	25.6
	10.54
	1.61

	联合研究项目（由大学/科研院所与企业双方共同承担的原创性研究工作）
	28.31
	11.45
	1.68

	委托研究协议（受企业委托、由大学/科研院所单方承担的原创性研究工作）
	22.89
	9.64
	1.54

	人员流动
	22.17
	7.71
	1.50

	共建科研基地/设施（例如：联合实验室、研究中心、工程中心、检验检测中心、技术创新平台等）
	27.11
	10.84
	1.62

	大学/科研院所委派研究人员/教授到企业（短期或长期）兼职（例如：企业科技特派员、院士工作站等）
	24.70
	7.83
	1.55

	设置企业博士后工作站
	12.65
	3.61
	1.28

	在企业中联合培养研究生（例如：与大学/科研院所联合指导硕士或博士研究生）
	19.28
	6.02
	1.39

	共建学生实习基地
	27.11
	10.24
	1.65

	研究服务与支持
	39.46
	15.96
	1.91

	咨询协议（受企业委托，由大学/科研院所单方承担的不涉及原创性研究的任务，例如：进行常规检验检测或提供咨询建议等）
	34.94
	14.46
	1.81

	企业人员培训（通过课程注册或派员工去大学/科研院所短期学习）
	43.37
	21.69
	2.12

	参加由政府或产业/行业发起的技术路线图研讨会
	46.39
	16.87
	1.96

	参加其他由产业和大学/科研院所人员共同产业的会议或集会
	33.13
	10.84
	1.73

	商业化
	21.39
	5.72
	1.41

	通过购买或签署许可协议将大学/科研院所所创造知识产权转移给企业（包括专利、设计、软件著作权等）
	24.70
	6.02
	1.45

	企业与大学/科研院所建立股权协议或成立合资企业（例如：衍生企业、合资研发企业等）
	18.07
	5.42
	1.36

	注：①N=166；②企业参与产学研知识互动的程度为1-7，参与程度大于1则认为企业参与了产学研知识互动，参与程度大于或等于4则认为的企业参与程度在中高水平。


从参与产学研知识互动的企业百分比看，研究服务与支持是样本中的企业最常使用的产学研知识互动形式（参与互动的企业有39.46%），其中参加技术路线图研讨会和企业人员培训是13种互动形式中使用最广的两种互动形式（参与互动的企业分别有46.39%和43.37%）。合作研究也是最为常用的互动形式，其中，参与联合研究的企业有28.31%，参与委托协议研究的企业有22.89%。而科研成果商业化的使用在四类互动形式中是最低的。
从企业参与产学研知识互动的程度上看，企业参与研究服务与支持的程度是最高的，平均参与程度为1.91，参与程度在中高水平的企业有15.96%。而科研成果商业化的企业平均参与程度最低，为1.41，参与程度在中高水平的企业仅有5.72%。而从整体上看，样本中的企业参与多元化产学研知识互动的程度普遍偏低，即使是参与程度最高的研究服务与支持，企业平均参与程度也远低于中等参与水平（4为中等参与水平）。这说明当前国内企业在利用产学研知识互动来促进企业创新上的投入比较缺乏，从学研机构获取的外部知识在企业内部创新活动中的作用相对较弱。
研究服务与支持形式的产学研知识互动的使用频率和程度是最高的，尤其是参与技术路线图研讨会和企业人员培训。一方面是由于政策的支持，从广东省部产学研合作启动开始，省政府就开始进行产业技术路线图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活动，组织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开展了大量的产业技术路线图制定工作，促进了企业和大学间的知识互动，因此企业在技术路线图研讨会上的参与程度比较高。另一方面，研究服务与支持促进大学成熟的知识向企业转移，可以在短期内给企业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尤其是咨询服务和企业人员培训，可以为企业解决实际的生产问题，降低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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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会更受企业青睐。而科研成果商业化形式的产学研知识互动的使用频率和程度是最低的。原因可能在于，当前国内企业的科研成果转化能力相对较弱，无法及时将学研机构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商业应用，降低了企业参与的积极性20[]
。另外，也可能是目前我国大学科研成果距离商业化应用还有加大差距21[]
，导致学研机构科技成果商品化成本高、成功率低，影响企业参与的积极性。
5     研究结论与展望
本文通过问卷调研获得了166家企业参与多元化产学研知识互动情况的数据， 利用此数据分析了企业在创新过程中采用哪些产学研知识互动形式与学研机构进行知识互动，以及探索了企业所属产业、内部研发活动、创新策略和知识属性等因素对不同形式的产学研知识互动的影响。本文得出了以下的发现：广东省企业开展产学研知识互动的形式可以分为四类：合作研究、人员流动、研究服务与支持和科研成果商业化。其中研究服务与支持形式的产学研知识互动程度在四类互动形式中是最高的，其次是合作研究和人员流动，而科研成果商业化最低。但从整体上看，样本中的企业参与产学研知识互动的程度偏低。这说明当前国内企业在利用产学研知识互动来促进企业创新上的投入还处于较低的水平。本文的发现对政府产学研政策和企业创新策略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虽然广东省的“三部两院一省” 产学研合作计划从2006年启动已经开展了10年有余，但研究发现当前广东省企业利用多元化渠道与学研机构开展知识互动的总体程度较低，不利于将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创新。今后还应进一步加强对产学研互动的支持力度，提高企业和学研机构之间开展合作的积极性。
本研究仍有一些不足之处有待未来的研究做进一步的探索。在对产学研知识互动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时，本文只研究了企业所属产业、企业内部研发活动、企业创新策略和企业所需知识属性等企业层面的影响因素，但产学研知识互动还会受到学研机构、政府层面的因素的影响，如学研机构的研究质量、学研机构与企业间的地理距离以及政府的资金资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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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研究应继续探索学研机构和政府支持因素对企业参与产学研知识互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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